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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挑战背景下的全球工会联盟*  

托斯藤·米勒、汉斯-沃尔夫冈·普拉策、 施坦方·吕卜  

Torsten Müller, Hans-Wolfgang Platzer and Stefan Rüb 

• 在不断推进的全球化背景下，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的要求在空间回响——根据他的要

求，工会“必须跨国重新发明自己”，但是跨国

工会联盟在这期间大量的有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的研究文献中几乎未得到任何关注。 

 

• 本文介绍的是一个较大型研究项目的部分成果，

该项目研究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政

治秩序的深远变化以及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如

何反映在现存的11家全球工会联盟的组织政策的

发展、任务和行动手段之中，简言之，如何反映

在全球工会联盟的功能特征的变迁之中。 

 

• 这些问题借助于从政治学研究方案“多层级治理

体系”借用过来的分析方案来进行分析。在那里

为各国政治拟定的研究范畴构成了这里的参照框

架，并经修改后转用于超国家的工会合作上来。 

 

 

 

 

1.  跨国工会联盟的功能特征：一个分析方案 
 

贯穿整个工会国际运动历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跨国

工会联盟作为“行为体”具有或者说应该具有怎样的

地位。在这一多层的讨论背景下，我们拟定了一个分

析方案，它的目的在于，借助于一个等级模式来对跨

国工会联盟的实际存在或潜在可能的功能特征进行分

类（关于这个模式的导出，见Platzer/Müller 2009: 

44ff; Rüb 2009: 82ff）。 

这个分类方案不仅可用于一家协会的发展过程

的历史分类，也可用于现有各家协会的当前可见发展

阶段和功能特征的（同步）比较。这个等级模式借助

于行动领域特有的指标进行区分。这例如具体意味

着，一家全球工会联盟在康采恩政策这一行动领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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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控联合体的特征，而同一联盟在部门产业政策这   一行动领域只是作为一个论坛。 

表1：跨国工会的功能特征 

 

 

功能特征 跨国问题应对的模式与影响范围 

超国家联合体 等级式调控 

全面的权限与授权 

调控联合体 规定有约束力的决定 

操作性目标的标准化（例如劳资政策/企业政策协调规则） 

按例给予的以及主题上和时间上有限制的跨国谈判授权 

确定实施与监督决定的机制 

建立约束力以及协会内部的透明度 

协调平台 

  
磋商无约束力的决定 

就共同的立场进行有调节的、结构化的协调 

操作性目标的标准化（例如样本协议） 

借助于“柔性”定向功能为会员协会进行立场协调 

论坛 经调节的信息交流 

持续的立场协调与中介 

面向相互理解的意见靠拢 

信息服务者 信息交流 

部分的或主题上有限制的合作与立场协调 

表2：全球工会联盟：组织状况一览 

 

 

全球工会联盟 代表的总

会员数 

会员协

会数 

国家 秘书处所

在地，工

作 人员数 

地区办公室 

国际教育工会 3000万 401 172 
布鲁塞

尔，61 

4个地区办公室： 

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拉美、北美/加

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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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自己编制 

化学、能源、矿山与工厂工人

工会国际联合会 
2000万 400 112 

布鲁塞

尔，20 

无 

国际工会网络（国际服务业工

会） 
2000万 900 140 

尼翁 

（瑞

士），
106 

4个主办公室： 

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太平洋地区 

+10个较小的地区办公室： 

俄罗斯、南非、突尼斯、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美国、阿根廷、日本、马来西

亚、韩国、澳大利亚 

国际公职工会 2000万 635 156 

费内-伏

尔泰（法

国），
76 

4个地区办公室： 

亚洲/太平洋地区、欧洲、非洲与阿拉伯

国家、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国际建筑与木业工人工会 1200万 350 135 日内瓦，
44 

3个地区办公室： 

南非、马来西亚、巴拿马 

国际食品、农业、宾馆、餐

厅、宴会服务、烟草与相近行

业工人协会联盟 

1100万 330 120 日内瓦，
65 

6个地区办公室： 

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勒比海地

区、欧洲、拉美、东欧与中亚 

国际纺织、服装与皮革工人联

合会 
1000万 217 110 

布鲁塞

尔，22

（1） 

4个地区办公室： 

非洲、（全）美洲、亚洲与太平洋地

区、欧洲 

国际运输工人联盟 450万 660 148 伦敦，约
130 

5个地区办公室： 

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独联体、美

国、阿拉伯世界 

+ 亚地区办公室：新德里 

国际艺术与娱乐业联盟 80万 300 70 

布鲁塞

尔，无独

立办公室 

无 

国际记者联盟 60万 161 117 
布鲁塞

尔，22.5 

3个地区办公室： 

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拉美 

国际五金工会联盟 2500万 200 100 日内瓦, 
42  

4个地区办公室： 

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拉美与加

勒比海地区、东非与南非  

所有的全球工会联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地理

上扩张了，而且其会员协会数及其所代表的总会员数

  均显著增长了。表2描述了主要的组织方面数据的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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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于“代表性逻辑”与“资源逻辑”之间的会

 员数增长  
 

在所有联合会那里发生的会员数的增长以及影响深远

的会员结构的变迁，主要归因于两极世界格局的终

结。前东方集团的体制转型、中东欧以及中亚的后苏

联国家里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的形成，促成了20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的多个入会潮，并由此导致了会员数的显

著增长。 

此外，所有的全球工会联盟在它们原先只是弱

势代表的地区争取到了新成员。属于其中的尤其包括

阿拉伯、近东以及中非地区。这个地区性的扩大进程

可以归因于这些国家因全球化而更多地被融入到世界

经济之中，也尤其要归因于各家全球工会联盟较长期

的、旨在这些国家建立和增强工会组织的行动。 

但是，普遍的会员数增长趋势在各家联合会表

现迥然不一。看一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所代表的

总会员数：波幅从国际运输工人联盟较为有限地增长

足足30万，到国际公职工会增长500万。国际运输工

人联盟的足足三分之二的会员（还始终）来自经合组

织国家的工会，而其他全球工会联盟——例如国际公

职工会，或国际食品、农业、宾馆、餐厅、宴会服

务、烟草与相近行业工人协会联盟——的地区分量在

会员数增长过程中发生了大幅推移。单单从加入的会

员协会数和来源国数的增长上就已经能体现出来。例

如，国际公职工会20世纪90年代初有大约100个国家

的足足30家成员组织，而在2008年则有来自156个国

家的635家会员组织。同期，加入国际食品、农业、

宾馆、餐厅、宴会服务、烟草与相近行业工人协会联

盟的协会数从约200家增长到了远远超过300家；来源

国数则从约60个甚至翻番到120个。 

地理上的扩张导致了，这些全球工会联盟如今

在其部分地为100多年的历史上首次成为拥有包罗全

世界会员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组织。但是，中国的国

家工会仍然被排除在外。 

会员数增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克服了西方方向

性工会之间的分裂，这一过程随着2006年国际自由工

会联盟与世界劳联合并成国际工会联合会而完结。个

别全球工会联盟，例如国际五金工会联盟已经率先做

到了这一点；它们较长时间以来已经也拥有“基督

教”会员协会。其他的全球工会联盟，例如国际建筑

与木业工人联盟是在2005年，直接从“自由”与“基

督教”国际工会组织的靠拢过程中产生的。 

最后，原先独立的国际工会组织联合成多行业

协会也可能是其中的因素。这符合一个历史上的、延

续至今的长期趋势。随着各个产业协会的合并，1994

年形成了国际食品、农业、宾馆、餐厅、宴会服务、

烟草与相近行业工人协会联盟，1995年形成了化学、

能源、矿山与工厂工人工会国际联合会，2000年的国

际服务业工会，2001年则形成了国际艺术与娱乐业联

盟。 

作为会员数增长的根本性结果，在所有的国际

工会联盟身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在“代表性与合法性

逻辑”与“资源逻辑”之间的紧张地带（Croucher/

Cotton 2009: 115）。会员数的增长以及会员圈在地

理上的分布范围的扩大增强了联盟的代表性，提高了

它们作为工会的行业利益全球喉舌的合法性。此外，

随着国际层面方向性工会分裂的取消，如今的全球工

会联盟在由它们代表的行业里获得了垄断地位。 

但是，随着代表性的增长，并不必然能提高事

实上的合法性，无论是对内面对其自身会员，还是对

外面对影响的目标群体。对此的一个原因在于，会员

数的扩张同时严重改变了“资源逻辑”，而且是朝着

越发结构性筹资不足的方向发展。 

虽然资源紧缺的问题一向占据全球工会联盟的

议程，但是，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融资问题得

到了强化。 

首先，所有全球工会联盟的会员的增长多数源

自于那些协会，它们财政薄弱而且在纲领上、组织上

和政治上的工会认同均不稳固。它们缴纳的会费在趋

势上与联盟随着会员数增长而不断增加的跨国任务背

道而驰。这一情况发生在原东方集团国家里转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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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会和新组建的组织身上（Kohl/Platzer 2004, 

2007)，更明显地发生在来自非洲、阿拉伯和中亚地

区的、新加入的会员组织。 

其次，经合组织国家工会作为跨国工会联盟的

会费主要缴纳者，大多遇到了会员数不断减少的问

题。由于向跨国联盟缴纳的会费主要按照附属的工会

组织的会员数计算，因此，这对跨国层面的资金配置

有着直接的消极影响。 

在所有全球工会联盟，保险费体系是按照国家

类别和各国经济指标分成各个等级。在若干全球工会

联盟，例如国际食品、农业、宾馆、餐厅、宴会服

务、烟草与相近行业工人协会联盟，会费的差异是如

此之大，以至于它们正式区分“代表性会员关系”

（representative membership）和“财政会员关系”

（financial membership）。所有的全球工会联盟在过

去几年里一再调整其会费体系。在过去20年里，（大

多适度的）会费提高虽然使得多数全球工会联盟能够

维护其核心的秘书处功能，部分地甚至还能扩大人员

配备（在此，主要增强的是各个地区办公室）。与此

同时，它们的运营政策却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资源。在

个别全球工会联盟方面，各种出资组织的财政资金在

这期间已经接近联盟会员承担的预算的规模（参见

Croucher/Cotton 2009:  86ff）。 

裘 槎（Croucher）与 科 顿（Cotton）（2009: 

115）准确描绘了全球工会联盟的矛盾状况：“一方

面，它们政治上统一了，拥有高的会员数以及与各家

工会开展行动的好的水准；（……）另一方面，它们

是它们自身成就的受害者，它们在因需求增长而带入

更多会员的同时，资源却减少了（……）。” 

 

3. 日益增强的地区化与大洲化  
 

各家全球工会联盟对其意志形成结构、服务和行动方

案进行经协调地分散化与地区化，通过这一战略来对

其地理扩张及其会员圈的增长做出反应。在个别联

盟，这一组织政策方面的反应模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

60年代，当时的国际职业秘书处已经开始把它们的在

很大程度上局限在西欧与美国工会的会员圈加以扩

大，先是扩展向亚洲和拉丁美洲，然后是扩展向非

洲。 

在众多联盟那里，新的是这一期间涵盖所有大

洲的代表结构，以及一种地理上的深度分级。这种分

级除了大洲/大区域以及那里设立的地区办公室，还

按照亚区域（北非、西非等）进行区分，并部分也设

有多国委员会。分散化的趋势表现在定期的地区会

议、常设的亚地区委员会身上，以及体现在各地区办

公室专职机构的增加之上。联盟的中心的意志形成委

员会与决策结构一再调整，以便确保适当的地区代

表。在章程方面，这些例如体现在代表比例上，它们

使得“边缘地区”在各委员会和大会上的“超比例”

代表成为可能。 

在所有全球工会联盟中，除了化学、能源、矿

山与工厂工人工会国际联合会（它在一次有争议的决

定中完成了其协会行动的再集中化），都可以观察到

地区化趋势，反映在随着地理扩张而发生的会员利益

与需求的差异化与多元化。与此同时，正如国际运输

工人联盟所表明的，地区化趋势也是缓解地区间冲突

的尝试。例如，在海洋产业中亚洲新兴国家与西方工

业国家之间的劳动政策与区位政策方面的利益对立，

只能通过设立亚太地区委员会以及加强这些委员会在

国际运输工人联盟中心调控委员会中的参与来排解。 

 

4.  跨国地解决问题  
 

与会员相关的政策 

全球工会联盟的传统核心任务包括支持各国的

会员协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努力、实施教育与培训计

划、在具体的冲突案例中组织团结行动或运动，还有

信息服务。随着来自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以及准工

业化国家的会员数的大幅增加及其对支持性给付的高

需求，所有全球工会联盟所面临的挑战从20世纪90年

代初以来增长了。但是，它们的功能特征由此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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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有所改变。 

上述资源问题为跨国协会层面的与会员相关行

动的量上扩大与质上继续发展，设定了相对狭窄的界

限。在多数全球工会联盟方面，继承下来的惯例与实

践得以延续。属于那些近期使得全球工会联盟的工作

更加有效一些的创新，主要是系统地利用电子媒体。

它们有利于内部沟通以及针对会员的信息服务，提高

了工会联盟针对企业和政府的运动能力。借助于在全

球工会联盟网页上有口令保护的讨论论坛、虚拟的网

络以及（亚）地区工作委员会，全球工会联盟得以提

高其会员组织之间的互动密度。这些手段可以更快、

更直接地把会员组织的关切带入到全球工会联盟的中

心规划中。由此，个别工会联盟成为了就共同的立场

和操作目标进行结构化表决的场所。 

 

行业利益政策 

为了推动职工的利益，全球工会联盟原则上有

两种行动选择可能性可供支配： 

 

• 对本国政府以及国际性的全球治理机构进行

游说，以便影响政治和经济的框架条件； 

• 与雇主方在企业与协会层面展开谈判。 

 

正式参与国际性政府组织的咨询过程与决策过

程以及非正式的游说，这在涉及国际范围发放用于建

设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资金的部门里具有重要

影响，以及在国际性政府机构通过制定规则会牵涉一

家协会的利益范畴的地方具有重要影响，正如国际运

输工人联盟在涉及国际交通安全的问题上。政治游说

对于国际公职工会特别重要。过去数十年里推动的全

球自由化与私有化浪潮使得这家全球工会联盟面临全

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运动工会主义”的

行动模式（Moody 1997: 4f）的重要性上升了。几乎

没有一家全球工会联盟像国际公职工会那样，系统地

寻求与批评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组成行动联盟，并把

它们的行动形式纳为己有。 

在政治游说方面，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家推测，

在国际工会合作的框架里“甚至连在只是言辞上对社

会最低水准做出表白以外（…...），就全球资本主义

的民事化的最小共识也无论在民族国家还是跨国层面

均无法动员达成。一方面，国际自由工会联盟有关世

贸组织社会条款的官方共识掩盖了实际存在的利益差

异（…...）；另一方面，工会之间的学习过程虽然通

过传统的、保护主义的或社会伙伴关系式政策方案的

失利而得到推动；但是，这些学习过程是冲突型的、

不统一的”（Greven 2003: 349）。而且，在敏感的

区位政策与贸易政策问题上，全球工会联盟的利益汇

聚也经常满足于“最小共同分母”。然而，在更偏向

技术规范化和规制问题上，全球工会联盟成功地聚合

会员的利益，以至于内聚的立场能输送入国际决策过

程，并偶尔也能付诸实现。 

总而言之，全球工会联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经常尚存的“反对力量”的言辞外）奉行一种

“实用国际主义”的战略（Reutter 1996; Müller/

Platzer/Rüb 2003）。这个理念寻求的是与雇主方的共

识性的谈判解决方案与自愿协议，并平行地，在技术

标准化上，致力于一种碎步政策，以便以这种方式建

立起一个有关劳动政策（最低水准）与行为规则的全

球性基础。这种实用国际主义也最终影响了这样一些

工会联盟的政策：它们曾致力于一种持久的（偶尔也

是果敢冲突型的）运动政策，并把自己视为运动组

织，例如国际服务业工会就是这样。 

就与全球性雇主联合会建立起对话与谈判关

系，这样一种自主的部门自我规制仍然还一直限于个

例。国际食品、农业、咖啡与享乐品工人工会联盟在

21世纪初在烟草与巧克力工业为了抵制童工订立了行

业框架协定。此外，从2008年10月以来存在着一份有

关认可社会最低水准的行业协议，这份协议是国际服

务业工会与六家全世界范围最大的劳服公司──它们

联合在了联合会中¹──之间订立的。相应的努力在

其他行业也有。 

在这期间，国际建筑与木业工人工会在其单边

全球化挑战背景下的全球工会联盟 简报 2010 年11月 |  第2期 



 

 
 

 7 

的游说行动以外，辅以一个有承受力的、与国际建筑

业联合会的双边社会对话。该雇主联合会对于共同的

工业政策方面的倡议行动是开放的，而且愿意处理劳

动政策问题。此外，它在全世界各地区还有一个基础

结构，这为共同的地区性分散的倡议行动的展开建立

了先决条件。 

相反，化学、能源、矿山与工厂工人工会国际

联合会多年以来的谈判倡议，也就是与国际化学业联

合会订立一份有关社会最低水准的全球性框架协定，

在即将成功达成协议前夭折了，这是由于该联合会内

的内部阻力，具体而言是美国雇主抵制。 

只要全球工会联盟的行业社会对话产出了了某

些结果，那么它们是运行在共同声明的层面，这些声

明主要汇聚成了“行为规范”性质的框架协定。海运

业是一个特例，在那里，国际运输工人联盟成功地与

国际海运业雇主联合会订立了一份国际性工资协议。

这份劳资协议的遵守情况由通过一个国际运输工人联

盟的港口监察员世界范围的网络来确保，他们有时在

船上检查国际劳资规范的遵守情况，并在必要时，与

地方工会联合，通过斗争措施来落实这些劳资规范  

 

康采恩政策  

在国际性政府组织的市场建立型和市场纠正型

调控行动之间的不对称全球治理结构以及与行业雇主

联合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限的背景下，在几乎所有

全球工会联盟那里，康采恩政策这个行动领域获得了

特别的重要性。在康采恩内部，价值创造的国际化、

康采恩内部的贸易以及康采恩内部的区位竞争大幅加

剧，并且引发了工会跨国信息、合作与协调需求的提

高（Müller/Platzer/Rüb 2004: 60）。全球工会联盟通

过发展工会网络以及订立国际框架协议，来对此做出

反应。 

跨国工会网络是工会的自助结构，并无国家-机

制性的保障或资源输送。全球工会联盟以不同的数量

和强度建立起了这些网络。在因数据不全而有所保留

的情况下，国际五金工会联盟估计正式建立的世界康

采恩委员会有大约35个；化学、能源、矿山与工厂工

人工会国际联合会估计在大约10家康采恩建立有跨国

的网络行动，以及国际服务业工会估计有大约15个全

球性工会机构，以及至少同样多的地区性工会机构，

后者主要在拉美地区。在其他全球工会联盟方面，跨

国的、与康采恩相关的网络数量为一位数。 

这些网络为全球工会联盟的组织基础增加了可

用于联盟内沟通与协调的、与康采恩相关的结构。但

是，这种基础设施既未全覆盖，也未正式落实到全球

工会联盟的权限配置和决策结构中去，因此，这些网

络至今只在有选择的某些康采恩建立了，作为有支持

意愿与能力的会员组织的政治项目。 

全球工会联盟秘书处的天生的职责在于，为跨

国工会网络提供一个组织框架以及提供专家意见和后

勤支持。总体上，全球工会联盟仍然依赖于在分散层

面上的网络参与者的投入和资源。鉴于结构性融资问

题，也无法预见，全球工会联盟将来会扩建这个工作

领域。 

但是，在若干个别情况下，全球工会联盟成功

地与康采恩管理层达成协议，在全球康采恩层面建立

工会的信息与对话委员会，并由此建立制度化的、与

康采恩相关的联网结构。² 

全球工会联盟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活力的新

行动手段是国际框架协议，这些协议是它们从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与跨国企业订立的。工会在开发这个

行动方案的过程中，抓住了“企业社会责任”讨论的

契机，要求企业通过与工会就保障全球性的社会最低

水准订立协议来可信地证明它们的社会责任。全球工

会联盟敦促，这些协议应满足特定的最低要求，诸如

全世界范围有效性、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劳动标准,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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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者中的六家与国际服务业工会（UNI）签署了有关社会最低水准以及建立社会对话的协议。  

² 少数案例中的一个是公司SKF，在那里，国际五金工会联盟成功地把现存的全球工会网络，也就是所谓的世界康采恩委员会，依照与SKF

管理层的协议，转为一个制度化的信息与对话委员会，即所谓的SKF世界委员会(Müller/Rüb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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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配件供应商条款和实施规定等。而且，这些协议只

有在由全球工会联盟或以它们的名义签署的情况下，

全球工会联盟才会承认它们为国际框架协议。 

有关社会最低水准的全球协议的潜力显然还未

充分挖掘。但是可以确证的是，这些协议的有效实施

与监督遇到了工会资源有限的瓶颈。国际框架协议至

多是一种“柔性的”、主要是制定规范的手段，但不

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手段。但是，若条件有利，它们

也能推动职工代表以及工会的跨境的联网，以及由此

促进跨国结构的建立，并由此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准工

业化国家里的职工权利与工会权利。 

订立框架协议的母公司集中在西欧，这表明，

这一志愿的政策方案的成就并不是基于全球工会的跨

国动员与运动能力，而是更多地在于企业所特有的各

种条件组成的格局以及劳动关系文化。属于其中的包

括各国工会与职工代表机构展开谈判的能力以及康采

恩管理层有无兴趣，把这些协议利用为它们的“企业

社会责任”战略的（补充）部分。 

但是，被几乎所有全球工会联盟推行的国际框

架协议政策仍然可以被评价为重要的功能拓展。对

外，企业通过订立一份框架协议正式把全球工会联盟

认可为对话与谈判伙伴。与此同时，全球工会联盟作

为全球治理的行为体在制定劳动标准方面突出了自己

的形象。对内，跨国协会层面作为目标、水准与程序

约定的场所的地位得到了增强。它们的秘书处作为信

息服务者、作为协议的（共同）谈判者以及（共同）

签署者以及在个例情况下作为企业管理层与协会成员

之间冲突主持人的地位得到了增强。 

 

5.  功能特征仍然滞后于挑战  
 

如果回到文章开头介绍的、全球工会联盟分级的功能

特征的分析方案，可以得出以下总的结论： 

 

不统一性：在所有全球工会联盟那里，功能特

征不仅按主题和行动领域而变化，而且也随着时间推

移而变化。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家全

球工会联盟可以作为整个组织归入这些功能类型中的

某一个；没有任何一家全球工会联盟作为整个组织呈

现出统一发展方向，更谈不上沿着跨国工会联盟的分

级模式演变的质量上不断强化的发展方向。 

 

技术问题上的协调平台：在那些更多涉及技术

标准化主题的领域，全球工会联盟在作为有约束力

的、协会间有关目标、标准和手段的行动协调的政治

层面起作用。 

 

在行业利益政策领域的论坛功能：在行业利益

政策这个行动领域，全球性的表决过程保持在得到增

强的信息交流的水平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

一点发生的变化很少。全球工会联盟多数履行着信息

交流论坛的功能，最多是以相互理解为导向的意见靠

拢的论坛。在部分领域，它们承担着一个协调平台的

功能，这个平台服务于行动商定和个别的就决定进行

的磋商，在此，在各个民族国家行动舞台里的共同实

施自然取决于会员协会的善意。全球化动力在行业职

工利益政策领域总体上未导致跨国工会联盟的功能特

征在质上的拓展。一个例外是国际运输工人联盟在商

业船运领域的实践：这家联盟发展为了一个跨国调控

联合体的角色，这个联合体在劳资政策的目标的确定

和实施方面甚至开始显现出面对其会员协会的等级式

调控的特性。 

 

康采恩政策领域里发展成为调控联合体──大

打折扣：康采恩政策在众多全球工会联盟那里发展成

为了一个行动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全球工会联盟在

过去得以增强其特征，并在这期间承担了一个协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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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功能。个别协会（五金、食品、农业、化学、能

源与矿山、建筑、服务）在此之外朝着一个约定“有

约束力的”谈判程序的调控联合体的方向发展。 

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朝着跨国增强与康采恩相关

行动方向发展的一般趋势，而是还有在由各家全球工

会联盟开发的程序和手段方面的协调一致。这可以推

断为相互的学习过程以及模仿经受考验的实践（个别

全球工会联盟作为先锋在前进，其他的跟上）。 

但是，在康采恩政策领域朝着一个调控联合体

这种功能类型发展的趋势，在两方面相对化了：对于

在跨国康采恩中就规范与结构进行谈判时“有约束

力”的共同采取行动的规定具有程式特征；这就是

说，跨国调控逻辑建立在在全球工会联盟框架里决定

的“样板协议”基础上，以及基于特定的程序规则

（由相关全球工会联盟主席和秘书长签署或共同签署

协议）。在实践中，这些内容上的以及与程序相关的

水准并未始终得到遵守，要么是由于在企业层面的、

可能低于协会水准的（不可避免的）内容方面的谈判

妥协，要么是开展谈判的企业工会人士和地方工会人

士在采取行动时对跨国联盟（由秘书处代表）视而不

见。此外，至今的发展还表明，在跨国工会联盟框架

里决定的并因此“有约束力的”义务，即争取订立与

康采恩相关的协议，对此，众多会员协会由于缺少权

力资源而无法兑现这一义务。此外，一部分会员协

会，例如多数美国工会，并未追随这一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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